
【摘   要 】 具有持续针对性、成本降低性、长期持久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无疑会减

轻企业负担，同时也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不仅财政赤字规模

在未来三四年内会扩大，而且财政收入体系的法治化程度会有所削弱。

为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同时又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政

健康发展，必须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其中更具有

针对性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财政整顿策略，精简机构，削减财政补

贴，控制社会福利性支出增速；加强财政治理，全面实施中期预算和

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工作；实行税收

支出预算，真正形成经立法机构审批、监督、检查的“第五本预算”；

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提高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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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 

郭庆旺1 

【摘要】具有持续针对性、成本降低性、长期持久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无疑会减轻企

业负担，同时也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不仅财政赤字规模在未来三四年内会扩大，

而且财政收入体系的法治化程度会有所削弱。为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同时又

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政健康发展，必须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其

中更具有针对性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财政整顿策略，精简机构，削减财政补贴，控制

社会福利性支出增速；加强财政治理，全面实施中期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各级人

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工作；实行税收支出预算，真正形成经立法机构审批、监督、

检查的“第五本预算”；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提高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比

重。 

【关键词】减税降费，财政影响，财政风险防范 

一、引言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3-2017 年 5 年间，“累计减税超过 2 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

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3 万多亿元”；2 2018 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

费约 1.3 万亿元”，2019 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3这种连续大规

模减税举措，无疑对我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结构优化，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断

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本轮以“减税降费”为核心的积极财

政政策与传统的需求管理目标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不相同，不仅解决经济下行压力问题的切

入点不同，而且对财政本身的影响也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统筹“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因此，在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过程中，防范财政风险也

是题中之意。

然而，减税降费对财政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其所蕴含的财政风险等问题，迄今尚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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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界的重视。从现有文献来看，近年来学者集中讨论了“减税降费”的前奏——“结构性减

税”特别是“营改增”的经济影响，4包括营改增的减税效应（童锦治等，2015；曹越、李晶，

2016；董根泰，2016；申广军等，2016；范子英、彭飞，2017）、价格效应（平新乔等，2009；

程子建，2011；倪红福等，2016）、分工效应（陈钊、王旸，2016；范子英、彭飞，2017；）、

行业效应（杨默如，2010；王玉兰、李雅坤，2014；杨斌等，2015；李永友、严岑，2018；

孙正、陈旭东，2018）等。虽然也有文献研究了营改增的财政效应，但主要测算的是其对税

收收入的影响（胡怡建、李天祥，2011；胡春，2013；田志伟、胡怡建，2014；周彬、杜两

省，2016）。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以“税收减免”和“取消或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主要内容的“减税降

费”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学界针对减税降费的性质（高培勇，2018）、成效（杨灿明，2017；

陈小亮，2018；闫坤、于树一，2018；何代欣、张枫炎，2019）、问题与对策（杨灿明，2017；

何代欣，2019；何代欣、张枫炎，2019；庞凤喜、牛力，2019）展开了深入讨论，但对于减

税降费的财政效应尚无系统分析。 

从某种程度上说，“减税降费”是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所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制度

性“减税”政策，不仅对微观行为主体行为、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巨大影响，也必将对财政自身

产生深远影响。而减税降费的财政效应，不仅表现为财政收入效应，还有对财政平衡状况、

财政收入体系以及地方财政产生的显著影响。如果忽视减税降费的财政效应，减税降费政策

不仅难以维系，而且可能造成巨大的财政风险。因此，本文首先澄清减税降费的本质特征，

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效应，最后从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角度提出既要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又要防范财政风险、保障财政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减税降费的本质特征 

减税政策对经济活动和财政的影响取决于“减税”是小规模的还是大规模的、是需求激励

型的还是供给激励型的、是临时性的还是长久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减税降费”

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本质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减税降费对财政影响的广度、深度和程

度。 

                                                             
4 “结构性减税”与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改革密切相关。200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官方首次提出结构性

减税概念之后，2009 年 1 月 1 日起在我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2011 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之后，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营改增”不断扩大试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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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税降费的持续针对性 

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四大主要税种（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收入分别占税收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70%和 60%（如图 1 所示）。

我国的减税政策针对的便是这些主要税种，而且前后两次进行了大规模减税。为应对世界经

济衰退的外在压力，200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将法定税率 33%降低到 25%，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源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动力，2016 年 5 月 1 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全面推

开以及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和 2018 年 5 月 1 日分别简并和降低增值税税率，2018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 3500 元提高至每

月 5000 元等；同时，清理规范了多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各种收费。这种密集

的大力度持续性减税降费举措在今后“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的大政

方针下很可能还会出现。 

图 1 四税种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2017年以前数据来自财政部公布的历年“财政决算”，2018年数据来自《关于 2018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二）减税降费的成本降低性 

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税降费措施，其直接目的是要降低民间经济行为主体的

成本。营业税和增值税两大税种合并的“营改增”旨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多次下调社保

费率旨在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旨在降低个人生活成本，增

加个人所得税 6 项专项附加扣除旨在降低家庭负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这些减税

降费措施因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也可能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倘若如此，这既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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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经济行为主体财政负担的目标，又能达到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效果。 

（三）减税降费的长期持久性 

我国目前虽然也存在着大量的税收优惠项目，但基本上都属于临时性、短期（或定期）

性、专项性政策措施，而近年来在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缴

款等领域称之为“改革”的内容，以及清理废除一些基金和收费项目，要么属于税收制度的完

善，要么属于非税收入制度的规范，皆以法律法规形式固化为制度。这显然有别于过去传统

的为配合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需要而出台的临时性政策措施，是一种长期的甚

至是永久性的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减税降费”的“制度性减税”5性质不

仅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也有助于稳定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同时对财政自身的影响

也更加深远（Hoon and Phelps, 2008;Barro and Furman,2018)。 

三、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改变

了以往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转而以减税降费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实现

了经济平稳运行。同时，具有上述本质特征的减税降费也会对财政本身产生显著影响，不仅

可能影响财政收入、财政赤字规模，也有可能对财政收入结构、地方财政产生影响。 

（一）对财政赤字规模的影响 

减税降费大幅增加了财政赤字规模。按官方口径计算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

2013-2018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率（简称财政赤字率，亦称“公布赤字率”）分别为 2%、2.1%、

2.4%、2.9%、2.9%和 2.6%，倘若从当年来自经济体系和注入经济体系的一般预算收支实际

情况来看财政赤字，6那么，我们计算出来的同期财政赤字率（以下简称“计算赤字率”）分

别为 1.9%、1.8%、3.4%、3.8%、3.7%和 4.2%；特别是，如果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本预算”的收支状况综合考虑，由于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出现

赤字，2018 年“计算赤字率”高达 4.7%（见图 2）。显然，从 2015 年起，为了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税降费的力度加大，财政赤字规模明显增加。虽然 2015 年以来财政赤

                                                             
5 我们不妨将减税措施划分为三类，即“政策性减税”、“结构性减税”和“制度性减税”。“政策性减税”一般是

为配合其他政策（行业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而设置的临时性或定期税收优惠项目；“结构性减税”

突出的税收有增有减特征。 
6 也就是说，这里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包括“全国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不

含“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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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率的大幅提高，可能有经济下行压力导致的短收增支自动稳定因素的影响，但减税降费这

种相机抉择政策措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图 2 财政赤字率（%） 

资料来源：财政部公布的历年“财政决算”（2017年及以前年度）和《关于 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和国家统计局《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述两组财政赤字率的差额主要在于“全国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是否作为当

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属于历年积累的资金，动用历

年“结余”原本就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在目前全国财政存量资金规

模庞大的情况下，“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既可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

配置效率，又可以减轻当年收入或发债压力，以免额外增加经济行为主体的负担，还可以扩

大财政乘数（扩张）效应，有利于稳定经济运行。不过，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分析减税降费

的对财政赤字规模的影响，需要将“全国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从当年的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剥离出去。 

可以预见，在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率近期内仍存在上升

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前述的减税降费的本质特征表明，针对主体税种的、制度化的永久性

减税，一般会对未来三四年的财政收入产生不利影响。尽管从理论上说，减税降费会减轻企

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稳定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从而相对增加一定程度的财政收入，但

从许多国家大幅度减税之后的财政结果来看，财政赤字规模或多或少都有所增加。7 

                                                             
7 就以美国为例，每轮减税后都会造成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1981 年“里根减税”后，联邦财政赤字急剧增

加，1981-1988 年财政赤字率平均高达 4.1%（是 1974-1980 年平均值的 1.6 倍），债务负担率也从 1981 年的

31%上升到 1988 年 50.5%，成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前财政赤字率最高的时期。2001
年“布什减税”后，2002 年便将 2001 年财政盈余率 1.2%改写成财政赤字率 1.5%，并逐年上升到 2004 年 3.4%
（上述数据来自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Historical Tables）。特朗普 2017 年《减税和就业法

案》将在未来十年使美国联邦赤字增加近 2 万亿美元（Slemrod,2018），债务负担率上升约 15 个百分点

（Lieberknecht and Wieland,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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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 

鉴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的减税降费主要影响的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因此，我们通过分

析近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及其中的税收收入占 GDP 比率（分别简称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比率和税收收入比率）的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减税降费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 

首先，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率和税收收入比率的情况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率从

2015 年的 22.1%连年降低至 2018 年的 20.4%，2016 年（21.5%）比 2015 年（22.1%）降低

2.7%，2017 年（20.9%）比 2016 降低 2.8%，2018 年（20.4%）又比 2017 年降低 2.4%；同

时，税收收入比率也从 2015 年的 18.1%连年降低至 2018 年的 17.4%（见图 3），各年分别降

低 3.3%（2016 年）、0.4%（2017 年）和 0.5%（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率和税收收

入比率的这种变化态势，一方面表明减税降费措施得到了有效落实，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对财

政收入的减收效应。 

 

 

 

 

 

 

 
图 3 各类收入占 GDP比率 

资料来源：同图 1。 

其次，鉴于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而深化增值税改革又是减税降费的核心内容，故进一

步考察增值税收入比率的变化情况。自从 2013 年 8 月 1 日“营改增”范围推广到全国试行之

后，增值税（含过去的营业税）收入比率从 2012 年的 7.8%降至 2018 年的 6.8%（见图 3），

降低速度呈现出先加快后放缓态势：2013年降低0.9%、2014年降低2.4%、2015年降低3.1%、

2016 年降低 4%、2017 年降低 2.9%，而 2018 年提高 0.3%。8这些数据表明，全面“营改增”

后的三四年里对增值税收入的影响最大，之后的减收效应递减甚至消失。不过，考虑到增值

税税率在 2018 年 5 月 1 日下调至 16%、10%、6%的基础上，2019 年又将进一步下调到 13%、

9%、6%，新一轮增值税改革对增值税收入的减收效应又将出现，而且这种制度化、永久性

                                                             
8 2018 年增值税收入比率不再进一步降低，转而提高 0.3%，这一方面表明已有的增值税改革措施对增值税

收入的减少效应消失了，另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 2018 年的 GDP 是初步核算值，从往年的情况看，

GDP 的最终核算值很可能会增加。倘若如此，增值税收入比率会比目前估算的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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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将使这第一大税种的减收效应更大。9 

（三）对财政收入结构的影响 

减税降费不仅会相对减少财政收入，可能增加财政赤字规模，还有可能对财政收入结构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财政收入的形式来看，财政收入可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一般来说，非税

收入的筹措依据的是行政性的规章制度，税收收入的筹措遵循的是税收法定原则，因此，税

收收入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收入体系的法治程度。在近年来的减税降费过程中，

因减税的力度比较大，故税收收入所占比重有所降低。具体来说，2012-2018 年间，10虽然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变化不显著（从2012年的85.8%下降到2018年的85.3%，

期间 2015 年和 2016 年为最低，占比分别为 82%和 81.7%），但税收收入占“四本预算”11收入

的比重下降得比较明显，从 2012 年的 55.9%下降到 2018 年的 49.8%，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占“四本预算”收入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20%上升到 2018 年的 24%（见图 4）。随着减

税降费力度的不断加大，税收收入比重难以提高，12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相对弱化财政收入体

系的法治程度。 

 

 

 

 

 

 

 
图 4 不同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 1。 

其次，从税收收入的结构来看，我国现有税种中，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四大税种筹措的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在 77%左右。作为减税降

                                                             
9 减税政策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其财政效应差异很大（Hoon and Phelps, 2008）。最近，Barro and 
Furman(2018)估计了特朗普政府《2017 年减税和就业法案》的减收效应：如果减税措施是临时性的，10 年

内税收收入减少 GDP 的 0.5%；如果减税措施永久化，10 年内税收收入将减少 GDP 的 0.7%。 
10 在财政部每年公布的“全国财政决算”报告中，2011 年及以前年度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仅公布了“中央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从 2012 年开始才有“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故以 2012 年作为比较的起始年。 
11 这里所说的“四本预算”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2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2019 年 4 月财政收支情况”，仅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增

速来看，2019 年 1-4 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4.6%，而非税收入虽然其中的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1.3%）、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2.3%）均同比下降，但同比增长率（10.3%）仍是税收收入增长率的 2.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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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主角的增值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税制结构的优化：增值税（含营业税）收入占税收

收入比重延续了一直下降的趋势，就近年来的情况看，该比重从 2012 年的 42%下降到 2018

年的 39%左右。与此同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明显上升，从 2012

年的 25.3%上升到 2018 年 31.5%（见图 5）。可以预见，随着“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以

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收入比重会继续降低，而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收入

比重将不断上升。税制结构的这种变化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

重”的要求。 

 
图 5 主要税种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 1。 

不过，提请注意的是，在关于税制结构增长效应的现有文献中，虽然存在不同论点，但

综合绝大多数实证研究的结论，可按对经济增长有害程度从大到小，将主要税种排序为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郭婧、岳希明，2015），特别是企业所得税收入占

税收收入比重较高将明显降低经济增长率（OECD, 2010; Arnold et al.,2011）。我国企业所得

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从 2012 年的 19.5%上升到 2018 年 22.6%，即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四

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比重也在 11.5%左右，占 GDP 比率近 4%，而 OECD 国家的 36 个成

员国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和占 GDP 比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9%和 2.9%左右（OECD，

2018）。因此，我国企业所得税比重有些偏高，而个人所得税比重明显过低。13 

（四）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在全国“税政统一，税制统一”的制度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会对地方财政产生显著影响。

第一，减税政策减的主要是增值税，而增值税是共享税（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间五五分成），

                                                             
13 从财政部最新公布的“2019 年 4 月财政收支情况”来看，2019 年 1-4 月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9%，而

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 30.9%，由此预计 2019 年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会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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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减税额中地方政府少收了一半；如果再考虑到增值税附加税，地方政府收入会减少得

更多。第二，“降费”中的“费”可能有多种形式，如果仅就从财政角度界定的宽口径的“费”而

言，可视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而地方非税收收入占全国非税收收入比重在

80%左右，14故降费减少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收入。因此，减税降费会使地方政府相对短收，

增加财政赤字；或许引起地方政府策略性反应，寻求其他增收途径。 

首先，减税降费增加了地方财政赤字规模。同减税降费对全国财政赤字规模的影响一样，

若将 2015-2018 年间各年地方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不作为地方财政收入而作为弥

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则地方财政赤字规模不只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中的数据，

而是高出 1 倍多，特别是 2018 年，计算赤字额是公布赤字额的 2.48 倍（见表 1）。地方财政

赤字规模的这种增加趋势及其弥补方式，将会给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巨大压力。其原因

很简单，在近年来财政吃紧、地方财政已无力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情况下，地方财政“结

余资金”及“调入资金”很快就会耗尽。 

表 1 地方财政赤字规模（亿元） 

年度 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地方财政使

用结转结余

及调入资金 

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公布赤

字 

计算赤字 计算赤字

是公布赤

字的倍数 

2015 138099.6 7236.07 150335.6 5000 12236.07 2.45 

2016 146640.1 5911.31 160351.4 7800 13711.31 1.76 

2017 156521.2 8407.15 173228.3 8300 16707.15 2.01 

2018 167578.5 12319.77 188198.3 8300 20619.77 2.48 
资料来源：同图 1。 

其次，减税降费改变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在地方支出压力不减而相对减收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必然作出策略性反应，即寻求其他收入来源以满足支出需要。在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本预算”中，地方政府在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受到减

税降费的影响后，无外乎从其他三种收入来源寻求增收之道，即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但是，由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有

严格规范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无法左右这种收入来源；虽然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连年增加，

15但近 4 年来其规模仅占“三本预算”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 0.7%左右，这种收入的增加对于填

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亏空”显然是杯水车薪。因此，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加依赖政府性基金

收入：在“三本预算”的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从 2015 年的 46.4%一

路下降到 2018 年的 40.5%，而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相应地从 22.1%持续上升至 29.9%（见图

                                                             
14 2013-2017 年间，各年度的地方非税收收入占全国非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 81%、79%、75%、77%和 81%。 
15 从 2014 年的 596.7 亿元跃升至 2018 年的 15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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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

收入比重从 2015 年的 80.5%一路上升到 2018 年的 91.2%，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比重从 2015

年的 17.2%持续上升到 2018 年的 27%（见图 7）。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的这种变化格局，表明

地方财政潜在着巨大的波动性和脆弱性。 

 

 

 

 

 

 

 

图 6 地方各类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 1。 

 

  

 

 

 

 

 

 

图 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同图 1。 

 

四、防范财政风险的有效途径 

从上述简要分析不难看出，减税降费对财政状况和财政政策都将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在

一定时期内减少财政收入，还会改变财政收入结构，特别是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更加明显。为

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同时又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政健康发展，必须要加快现

代财政制度建设，16其中更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包括：制定财政整顿策略，加强财政治理，实

                                                             
16 有关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分析，请参阅郭庆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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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税收支出预算，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 

（一）制定财政整顿策略 

为了控制财政赤字规模，防止政府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明显上升，相

关决策部门应着手制定财政整顿策略。所谓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或财政调整（fiscal 

adjustment），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和（或）增加财政收入以改善预算

平衡状况或降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通常区分为支出型财政整顿（expenditure-based 

consolidation）（以削减财政支出为主）和收入型财政整顿（revenue-based consolidation）（以

增加财政收入为主）。从近 30 余年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所采取的财政整顿策略及其效果来

看，在财政整顿策略采取减收减支且减支幅度大于减收幅度的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最高，

财政赤字率下降也较为明显；在财政整顿策略采取减支增收且减支幅度大于增收幅度的国家，

财政赤字率的降低效果最佳，但年均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前者；而采取增收增支的国家，无

论是从财政赤字率的降低上还是从经济增长的速度上看都表现最差（郭婧，2017）。总体来

看，财政整顿策略的国际经验表明，削减财政支出规模可能不失为一种良策。17 

如何削减财政支出？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是削减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还是控

制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抑或降低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率（简称财政支出比率）？从我国

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难以削减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控制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或降低财政支出比率比较可行。而要控制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需要控制物价水平（CPI）过

快上涨；要降低财政支出比率，需要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此外，还需要审视、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特别是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不能固守“存在即是合理”的观念，更要打破每一类（项）

支出都要年年增长的习惯。其次，削减哪些项目的支出？从国际经验来看，高收入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在财政整顿策略上有一定差异。高收入国家最重要的整顿措施是通过养老金制度和

福利制度改革来削减财政支出（因为养老金和福利性支出是高收入国家政府的最沉重负担），

而发展中国家以削减财政补贴和政府工资总额作为主要整顿措施（因为政府工资总额往往是

                                                             
17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良策”在不同的国家或在一国的不同时期，其效果不尽相同，尤其是从其经

济效应来看，也许另当别论。比如，为了应对十年前爆发的“大衰退”，英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新古典主义

方法，实施了紧缩方案，即增加税收和削减支出，以减少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而美国则更多地采取了凯

恩斯主义方法，其中包括减税和增加支出——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 比率从 2007年的 19.6%上升到 2009
年的 24.6%，而税收收入占 GDP 比率从 2007 年的 18.5%下降到 2009 年的 14.8%，结果，美国经济比欧洲

经济更快地从“大衰退”中复苏。国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开始对财政整顿的经济影响展开了激烈

争论，一直未达成共识。一派观点认为财政整顿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Giavazzi and Pagano,1990; 
Sutherland ,1997;Perotti,1999），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财政整顿特别是支出型财政整顿不仅不会具有经济扩张

效应（Hjelm ,2002,2007; Van Aarle and Garretsen,2003; Hogan,2004;Schclarek,2007），而且对支撑长期经济增

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害（Bardaka et al.,2018），甚者有学者认为通过财政整顿来削减债务的尝试，很可能

因其对产出的长期负面影响反而导致债务负担率上升（DeLong and Summers,2012; Fatás and Summer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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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预算的最大部分）。 

当前，我国控制和削减财政支出规模可将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深化“放

管服”改革。在“放管服”改革进程中，特别要在“放”上攻坚克难。既然“放”是“简政放权”的简

称，就不能仅限于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更重要的是精简政府机构，尤其是各级地方政

府不一定非要一一对应于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有些“事业单位”是否也可以“走向市场”。只

有这样，才能压缩一般性支出。第二，减少财政补贴支出。我国目前财政补贴项目名目繁多，

数额较大，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规模，而且还有损于公平竞争，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第三，

适度控制社会性支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加社会性支出（包括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支出）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举措。同时，社会性支出也要避免增长过快，特别是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性支出不应比照 GDP 增速，充其量与物价水平（CPI）挂钩。 

（二）加强财政治理 

李克强总理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一般性支出

压减 5%以上”。从近 7 年来的情况来看，由于中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规模不大，仅占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4.7%左右，因此，要控制财政支出总规模，不能仅靠中央政府过

紧日子，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过紧日子。如何确保政府过紧日子？这就需要加强财政治理。 

从国际文献和各国实践来看，财政治理（fiscal governance）一般可界定为影响预算政策

规划、批准、执行、监测和评估的规则、规章和程序，通常包括财政规则、中期预算框架和

独立的财政机构（European Commission，2009）。财政规则（fiscal rules）是指对政府预算收

支总额和债务余额规定的各种长期约束条件，通常是对各预算总量（如收入额、支出额、债

务发行额、债务余额、赤字额）规定数值上限（或是绝对额，或是增长速度，或是占 GDP

比率）。中期预算框架（medium-term budgetary frameworks）是指允许政府不拘泥于年度预

算制定财政政策的财政安排，通常包括多年度预算计划的编制、执行和监测以及收支预测。

独立的财政机构（independent fiscal institutions）是指独立于政府或财政部门的公共机构，其

职能包括监测财政规则的遵从情况、为预算编制准备宏观经济预测以及就财政政策事项向政

府提供咨询意见。加强财政治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良好的预算状况，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减少财政政策制定的周期性，促进各级政府之间更好的协调（Giosi et al.,2014）。 

就我国的财政改革实践来看，加强财政治理的主要举措应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落

实预算法定原则。各级政府不仅要严格执行各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年度预算草案，更要



13 
 

遵守《预算法》的各项规定；不仅要严格遵守《预算法》中有关中央政府举债的“余额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举债的“限额管理”规定，18更要坚决遏制隐性债务，严禁以政府

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第二，实行中期预算制度。

《国务院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国发〔2015〕3 号）提出实行中期财政规划

管理，要求年度预算编制必须在中期财政规划框架下进行，这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

要一环。但是，现行的中期财政规划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只有全国和省级中期财政规划，

省级各部门和省级以下地方财政部门未被硬性要求编制中期财政规划；二是中期财政规划只

是报政府部门批准，缺乏法律约束力。因此，应尽快实行全覆盖的中期预算制度。第三，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已于 2018 年公

布。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系统性工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抓紧研

究制定具体、有针对性、可操作的贯彻落实方案”，确保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到实

处。第四，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工作。目前，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

责是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对预决算、预算调整和预算执行等进行审查、监督以及对各部门、

各预算单位或重大建设项目的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调查。为加强财政治理，人大

预算工作委员会的职责应进一步拓展，或可成为一个“独立的财政机构”， 19增加专业人员，

为预算编制进行独立的宏观经济预测和财政形势分析以及就财政政策事项向政府提供咨询

意见。  

（三）实行税收支出预算 

税收支出是指以特殊的法律条款规定的，给予特定纳税人或活动以税收优惠待遇而损失

或放弃的税收收入。20税收支出概念提出的目的，旨在将这种“损失或放弃的税收收入”视为

政府的“隐性间接支出”，要求政府将其与显性直接支出一样进行预算管理与控制。因此，实

行税收支出预算不仅可以提高财政透明度，加强财政纪律，便于税收优惠政策的“投入-产出”

评估，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控制税收支出规模。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建立税收支出预算

制度可分以下“三步走”策略。 

首先，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我国虽然税政统一，但各地区、各部门仍纷纷出台大量

                                                             
18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财政规则”概念，但在《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文件和规定中，诸如此类的

规定皆属于数值财政规则（numerical fiscal rules）。 
19 有许多国家专门成立了这类独立的财政机构——财政委员会。在过去十余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

国成立“财政委员会（Fiscal Councils）”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从 2000 年的 9 个国家增加到 2015 年的 39
个国家（见 IMF-Fiscal Council Dataset）。 
20 税收支出（tax expenditure）又译为税式支出。有关税收支出理论及其预算控制的详细分析，请参阅郭庆

旺（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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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优惠措施，导致税收优惠措施无序化、碎片化，甚至出现恶性税收竞争现象，扰乱了

市场秩序。为了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2014〕45 号）明确要求，“除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外，各部门起草其他法

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突破国家统一财税制度、规定税收优惠政策。”随后，

《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 号）以及《国务院关于税

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 号），就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作出具

体部署。扎扎实实落实这些文件要求，是实行税收支出预算制度的前提条件。 

其次，建立税收支出报告制度。在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先从一些规模较大

且对经济有重要影响的重点税收支出项目开始，建立专门的税收支出账户，进行数据统计、

测算、分析和评估。同时，按照预算管理程序，按年编制税收支出报告，并附于正规年度预

算报告后，以便有关部门全面了解财政政策状况和财政收支情况。 

最后，编制正规的税收支出预算。在重点税收支出报告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后，针对所有

税收支出建立全面完整的税收支出账户，严格按照正规预算的立法程序，编制年度和中期税

收支出预算，真正形成经立法机构审批、监督、检查的“第五本预算”。 

（四）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 

财政收入体系由多种收入手段构成，包括税收、收费、罚没、基金、国有资产收益、捐

赠等。从政府融资角度来看，与其他收入形式相比，税收收入被视为最具有稳定性、可预测

性和可持续性的收入(European Parliament,2014;OECD,2014)，因为税收的规范性、法治性特

征最为明显。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征税能力被视为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Di John，

2010)，因为税收特别是直接税的征收体现了一国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努力程度（Miller et 

al.,2017）。如果说征税能力是国家能力的体现，那么征收所得税的能力则更是如此。因此，

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就是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逐步以税收收入作为财政收

入的主要来源。 

当前，我国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比重过低，影响了财政收入体系法治化和现代化

程度。如前所述，2018 年税收收入占“四本预算”收入的比重仅为 49.8%。近年来，我国在清

理规范了多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同时，也将一些收费形式改为征税形式，比如

2018 年正式施行的《环境保护税法》，以环境保护税取代了排污费。此外，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的征管职责陆续划转到税务部门，这无疑将增强政策透明度和

执法统一性。不过，将各项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只是推进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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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法治化在征管机构上的举措，还可考虑从立法角度出发，从根本上将一些大宗收入项目

税法化。诸如，社会保险费的社会统筹部分可以改为征税制，即改为社会保险税；亦可将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中的“利润收入”以“国有资本利润税”或“国有资本所得税”形式征收。

21总之，加强财政收入体系的法治化不仅能确保财政收入的规范与稳定，更是推进财政制度

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而现代财政制度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减税降费”作为降低经济行为主体的成本负担、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财政

政策措施，无疑也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财政健康状况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要全面评价

减税降费政策，至少要从以下 3 个维度展开分析，即经济效应分析（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及

其主要驱动因素的影响）、分配效应分析（减税降费的最终受益者以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和财政效应分析（减税降费的财政成本会有多大）。本文仅考察了减税降费的财政效应，且

只是叙述性分析，有些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计量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不仅对当前财政状况产生影响，也会对未来财政状况

产生影响；不仅对财政规模和结构产生影响，也会对财政制度和体制产生影响；不仅对中央

财政产生影响，更会对地方财政产生影响。“减税降费”的所有这些影响都将对国家财政造成

巨大压力，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契机。 

  

                                                             
21 虽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是国家凭借财产权利取得的收入，一般不用凭借国家政治权利的税收形式征

收，但因其中的“利润收入”的基数较大，且还可能提高其上缴财政的比例，故对这种规模不小的收入来

源也不妨采取征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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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Fiscal Effects and Risk Prevention of the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GUO Qingwang 

 

The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that are continuously targeted, cost-reducing and 

long-lasting will undoubtedly reduce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will bring 

enormous fiscal pressure on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not only will the size of the fiscal deficit be 

enlarged in the next three or four years, but als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fiscal revenue system 

ruled by law will be weaken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prevent fiscal risks and ensure the healthy fisc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fiscal reform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fis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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